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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形上向度与价值观建设

陶杨华

摘 要:如何尽可能地发扬光大人身上向善的禀赋? 习惯上人们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往往

诉诸人本身的某种才能或品格:理性的运思、内在的真诚或是天然的良知等等。我们认为,理

性、良知和内在的真诚这些人身上无比宝贵和美好的东西本身尚需得到一形上之物的孕育、熏

染与呵护。而这一形上之物,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下,就是我们称之为 “道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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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羞愧:当你的身体还没有衰退时,你的灵魂就先在生活中衰退了”[1],奥勒留的这一论断其

紧要之处在于他揭示出 “灵魂”问题相对于 “身体”问题的独立性,即,即便身体依然很健康,灵魂却

依然可能陷入衰退与败坏的悲惨境地之中。如果我们把 “身体”一词作最大范围的扩充与外延,将其理

解成世俗意义上的 “物”———功名利禄,那么,这也就是在说,功名利禄的获得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灵魂

的健康,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它们反而成了导致灵魂衰败的诱因,正所谓 “饱暖思淫欲”“绝对的权力导

致绝对的腐败”。这样一来,奥勒留的论断就促使我们发问:如果灵魂无法从世俗之物中获得终极的滋

养,那么,什么才是灵魂本身的源泉? 换句话说,如何才能真正防止灵魂的衰退,使其永保持一勇猛精

进之力?

但在我们思考上述问题之前,另有一问题需先加以解决,即,灵魂的衰退真的可耻吗? 比如,只要

功名利禄在身,那么,灵魂的衰退又有何妨? 又如,如果灵魂的勇猛精进并不能带来功名利禄的回报,

那么,这一勇猛精进之力的意义何在?

本文将通过对实践的形上之向度的揭示,来对这些问题作一解答。

一、见性与实践之形上向度

我们先来解决 “灵魂的衰退真的可耻吗”这一问题,因为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对另一个问题的思

考是无意义的。

我们大多数人凭天赋之道德直觉———孟子意义上的 “良知”———都能够断定,灵魂的衰退是可耻的,

但是,当我们试图给予这一道德直觉以一理性和逻辑之论证时,发觉问题并没有它一开始所显现的那么

简单。

就笔者思想所及,对这一问题最简洁的回答是:灵魂层面的衰败使得人不再成其为人,因为灵魂的

衰败必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不义、纵欲与怯弱,而这些又必然导致人性内在的消解、空虚与困顿,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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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内在的空虚与困顿面前,一切世俗之物的无价值性与无意义性彻底地暴露了出来。这一解答的紧要

之处在于它从反面揭示出灵魂的健康自成一目的,此一目的无需用它是否能带来世俗之物的满足来证成,

恰恰相反,若无此一灵魂层面的明心见性之功,世俗之物的价值亦无从肯定,此正 《中庸》 “能尽人之

性,则能尽物之性”一语的精义所在。

这样,我们就能够转到对如何明心见性,即如何保持灵魂中一勇猛精进之力这一问题的思考上来了。

如前所述,灵魂之衰败根本而言表现为一价值与意义层面之混乱失据,那么,反过来,明心见性其

实就表现为一种内在的价值与意义之充实。对此一内在充实状态的经典描绘,当属孟子对浩然之气的

描述: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

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2]49

此浩然之气 “配义与道”,是 “集义所生”,这对我们前面表述的观点作了一极为重要的补充:能让

人明心见性的价值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价值,而必须是义与道。然则何谓 “义”,又如何 “集义”呢?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2]267。孟子的这句话中可以推得对 “义”的两种理解,两说皆可,只是

“义”之形上等级不同而已。其一是把 “性”与 “义”等同,认为义就是人之性,换句话说,就是把义理

解为一种主体能够企及和彰显的精神状态,当孟子说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2]218时,他更

多是取了义的这一层意思;其二是把 “义”理解成一种能够滋养人之 “性”的存在,义高于人之性,但

又与人之性极为亲近,能够给予人之性以涵养和呵护,或者,当人在向 “义”这一高于人之存在靠近时,

人收获了人之性。当孟子说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2]137时,他更多是取了义的这一层意思。

对 “义”的后一种理解在哲学上极为重要。只有当把义理解成一高于人之存在,在整个哲学史上都

极为根本的形上之境域才得以开辟和显露。所谓形上之境域虽是相对于形而下之器物界而言,但至少就

哲学上而言,这绝对不意味着似乎真有一个离开具体的生活世界而独存的彼岸世界,似乎在这一具体的

生活世界之外真有另一个世界。形上之存在高于形而下之存在,在哲学上只能够被理解为一种价值层面

的高,具体地说,就是指形而下层面的生活与实践需一形而上之超验价值的维系,人类具体的生活与实

践若失去与这一超验价值的真实联结,若不以这一超验价值为其终极的依归,则必为诸多相对及低下之

价值所摄,最终趋于虚无与败坏。奥古斯丁 《忏悔录》中下面这段文字正是以此来理解形上之存在:

我进入心灵后,我用我灵魂的眼睛———虽则还是很模糊的———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

的、在我思想之上的永定之光。这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光,也不是同一类型而比较强

烈的、发射更清晰的光芒普照四方的光。不,这光并不是如此,完全是另一种光明。这光在我

思想上,也不似油浮于水,天复于地;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

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惟有爱能认识它。”[3]126

只需把引文中的 “创造”理解成一价值层面之更新与充实,则奥古斯丁这段话完全能与中国哲学

对接。

《易经·系辞》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在此中居于一中间之位置,成为道与

器之间的联结者;而我们亦不妨把仁义礼智理解为形上之道在人间世的更为具体的彰显,这样一来,仁

义礼智又在道与人之间处于一中间之位置。但是,一极艰难与根本之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并且,除非

我们能解决此一问题,否则我们先前的诸多谈论都将成为无意义的,此一问题即:形上之道真的存在吗?

何从得知?

上述设问本身倒也算是正当合理,但此一设问极易导致两大认识和实践上之盲区。其一,人们总是

要在对这一形上之道有一极清楚之认识时,才愿意在生活中去践行之;其二,在前面那一盲点的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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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形上之道理解为一客体化的对象,从而花费大量精力去用纯粹理性和概念逻辑来证明形上之道的存在,

而一旦此路不通,就干脆宣布形上之道为一虚假之概念,当废弃之。

马克思下面这段论述思维与实践关系的著名文字可谓一阵见血地指出了上述两大盲点的错误所在: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

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

———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

读者当需注意,在本文接下去的行文中,我们对 “实践”一词的理解会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

理解有出入,但是,只需把这一引文中的 “人的思维”替换成 “作为价值的道”,那么,马克思这段话确

实为我们理解形上之道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指引。这一方法论指引的要害之处在于它要求我们从

具体的人的生活中感受作为价值的道的作用。人如果一定要问 “形上之道”是什么,那么, “形上之道”

究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名词而已,这一名词是从具体的人类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是具体的人类的生活赋

予了这一名词以意义,离开这一具体真实的生活世界来抽象地理解和谈论这一名词就是一极荒谬的行为,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①。人只要实实在在地观照自己灵魂的状况,真真切切地去体悟一超验之价值

怎样净化、凝聚、提撕、振奋自己的灵魂,那么,经历此一灵魂的转变,人自然而然就会生发对那一超

验价值的信任和依赖。只是当人内在地经历了此一灵魂的转变,内在地感受到灵魂为某 “物”所吸引,

并试图向他人表述和传达此一内在的灵魂被一物所指引和提升的经验时,才造出了一些名词,比如孔子,

他试图用 “道”这一名词来表述他在灵魂中内在地感受到的能够提升他灵魂的那一神秘力量的源泉。柏

拉图则用 “善”这一名词,基督教用 “上帝”这一名词,佛教用 “般若”这一名词,但所有这些名词在

意义上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都指涉同一个活生生的内在的灵魂体验。罗德之下面的这段话值得我们细

细品味:

“在通过追求善 (或神圣基础)而灵魂获得秩序的经验中,灵魂对善或基础的感知并不是将

其作为一个已知的外部对象 (如一颗树),而是感受到善在灵魂内部运转的吸引力,但灵魂却不

能直接感受善,也不能知道善。灵魂将吸引力的根源命名为 ‘善’或 ‘神圣基础’,这并不代表

灵魂拥有某种知识———知道这一根源是一个具有某种本质的对象,而只是来象征灵魂的这种经

验———经验到这一不可知的根源的显现。”[5]112

在本文中,我们把灵魂为形上之道所吸引以及由此吸引所必然生发的外在的行为统称为实践的形上

向度,以区别那些纯粹世俗性的实践。下文将更为深入地探讨此一实践的形上向度,个中关键正是在于

灵魂究竟是如何在形上之道的支撑与维系下经历一内在之转变与觉醒的。

二、尽心与实践之形上向度

前面的讨论已使我们明白,形上之道作为一价值层面之存在,其真伪问题不可能从一纯逻辑层面得

到解决,而必得从具体的人的实践中来解决。当然,此处亦得澄清一可能之误解:即人们极可能会把在

实践中来体悟此形上之道的意义等同于此形上之道本身就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似乎只是由于人类之具体

实践产生了对此形上之道的需求,然后若干豪杰之士就发明和创造出此一形上之价值,从而此一形上之

道才得存在。

此论之危险不言而喻:若形上之道只是一人为之发明与创造,则其根基实已动摇,必出现一 “道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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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天下裂”[6]984之局面。人类历史上一切价值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可谓皆从此出。

此论之错误在于它根本上扭曲了人类对超验之道的经验,孔子说他自己 “朝闻道,夕死可矣”[7],孔

子此处表述的显然不是由于他创造了形上之道而来的内心的狂喜,而更多地是表述了一种人在内心对神

圣之道的契悟而来的坚定与无畏,一种因为感觉自己与存在之根基相和谐而来的坦荡与率性。老子下面

这段话更显要害: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8]159

道 “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同样,在此处老子对道的经验中我们也找不到任何老子创造和发

明此道的蛛丝马迹。老子只是经验到了此形上之道在他灵魂中的显现,并且仅仅是一模糊的显现,因而

他只能够 “强字之曰”,“强为之名”。此道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从根本上超越了人

们对它的理解和把握,人们至多只能窥其一隅而已,更遑论对它的改变与创造了,此正道之 “超验性”

所在。若道只是一人为之发明与创造,那么,人本身就必然会凌驾于道之上,但是,在老子对道的经验

中则是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在一个整全的存在的价值序列中,人当然 “居其一焉”,但亦仅此

而已,在人之上还有道,此道才是价值之源泉,人只能够通过对此道的归顺,才能彰显出自身存在的价

值 (见性),人若试图颠覆此存在之价值序列,则最终颠覆的恰恰是人之存在本身,此正是道之 “形而

上”所在。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8]121,虽然道之超验性使得我们无法以一种命题式的精确来直接言说它,但

是在象征的意义上,我们不妨把 “道”理解成我们存在之根基,对道之追寻亦正是对我们存在之根基的

追寻,是一次灵魂意义上的返乡之旅。在本文中,我们把这样子的一种对存在根基的追寻称为 “尽心”。

然则,人究竟如何 “尽其心”,并从而能 “知其性”呢?

当然,以 “对存在根基的追寻”来定义 “尽心”本身就是不乏争议的,至少从其最字面的意义来说,

孟子意义上的 “尽心”仅意味着把位于人心内部的善端发扬光大而已,此中似乎与一超验之价值根本无

涉,所谓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218,似乎人仅仅凭借一己之意志与努力,就能够达

致一仁义礼智的状态,孔子亦曾有言,“我欲仁,斯仁至矣”[9]。

对 “尽心”的这样一种纯字面意义的理解首先面临着实践上的困难。在 “致良知”这一形上实践中,

我们一再面临的困境就是:虽然我们徒有主观的意愿来把我们内在的向善的那些禀赋发扬光大,但是这

一意愿经常性地被其它意愿所干扰,经常是过分轻易地就从与那些痴迷于外在之物的意愿的较量中败下

阵来,“我们已变得如此地习惯于物体,以致我们的意趣以这样一种奇怪地持久的方式滑回去并投向外

面、投入到它们之中,当它从物体的不确定性中撤回来、带着一种肯定和稳定得多的知识固定在精神之

物上时,它总是又跑回到那些物体上去,并只有在它得病的地方方能寻得安适自在。”[10]283面对此一经验,

一代贤圣奥古斯丁在其著作 《忏悔录》中亦不得不发一沉重之感叹:

“哪里来的这种怪事? 原因何在? 请你的慈爱照耀我,使我盘问一下人类所负担的神秘惩

罚,和亚当子孙潜在的苦难,如果它们能答复我的话。这种怪事哪里来的? 原因何在? 灵魂命

令肉体,肉体立即服从;灵魂命令自己,却抗拒不服。灵魂命手动作,手便应命而动,发令和

执行几乎不能区分先后,但灵魂总是灵魂,手是属于肉体的。灵魂命令灵魂愿意什么,这是命

令自己,却不见动静。这种怪事哪里来的呢? 原因何在? 我说,灵魂发令愿意什么,如果灵魂

不愿,便不会发令,可是发了命令,却并不执行。”[3]152

让奥古斯丁困惑不已的正是人的向善的意愿的软弱无力。一方面,人只有凭借这一向善的意愿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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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明心见性的正途,舍此实是无路可走,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另一方面,这一向善的意愿本身又是如

此地软弱无力,似乎尚不足以依靠。这就是困境所在。但正是在这一精神性困境的砥砺与激发之下,人

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人天赋地向善的意愿必须与一形而上的终极实在相连接,才能变得勇猛果敢,能冲破

一切世俗之欲的罗网,“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218。奥古斯丁下面这段话表述的正是这一极根本的生

存性洞见:

“如果你欢喜灵魂,你应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因为灵魂也变异不定,唯有固着于天主之中,

才能安稳,否则将走向毁灭。因此你该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尽量争取灵魂,拉它们和你一起归

向天主。”[3]62

那么,为什么向善之意愿只有与终极实在相联系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呢? 尼采下面这段颇具争议的

话可以作为我们思考的出发点:

“无论是谁,只要他思考人的各种基本冲动,并考察它们作为鼓舞人心的神灵究竟起多大的

作用时,他就会发现这些冲动都或迟或早地进行过哲学思考———每种动力都迫切想要把自己展

示成为存在的最终目的,以及获得公认的凌驾于其他所有动力之上的地位。因为每种动力都想

压倒其他的动力———于是它就试图把自己哲学化 ”[11]

尼采这段话可以作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一包含着天才性的洞见,另一则是庸俗又危险的谬误。

其天才性的一面在于尼采深刻地觉察到,是人的内在的灵魂性的运动———人的各种基本冲动———导

致了哲学的诞生。遵循此一思路,那么,当我们进行哲学表述如 “向善之意愿与终极实在建立联系”时,

我们就需要将这一哲学性表述还原成导致其诞生的内在的灵魂经验。而这一内在的灵魂经验可以表述如

下:人内在地经验到了一种来自神圣之物的召唤,而人恰好可以通过扩展人向善的意愿来对此一召唤作

出回应。如此一来,人拓展向善之意愿就不仅仅是一私人性的事情,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存在面前尽自己

的一份绵薄之力,只有如此,人的向善的意愿才能被真正唤醒与激活,生生不息。

但尼采这段话还允许一种极为流行和庸俗的阐释,甚至尼采本人似乎也更多地是陷入了这一错误之

中。这一阐释是这样的:所谓 “存在的最终目的”,所谓 “终极价值”,所谓 “神性”都只不过是一人为

的虚构之物,是人为了宣泄或神化自己内在的欲望而来的一理智的构造而已,用更为流行的话语来说是,

都仅仅是一些欺骗性地 “意识形态”而已。

吊诡之处在于,这一错误的阐释亦有其正确与深刻的一面,因为它也是以一种特定的内在的灵魂性

经验为其根基的:人确确实实经常性地为了满足内在的欲望而编造出一些理由来,人确实经常性地把

“正义”、“自由”、“公平”等字眼作为掩饰其阴暗欲望的遮羞布,仅仅把它们作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欲望

的一工具而已。

因此,当我们说这后一种阐释是 “错误”的时,这仅仅意味着后一种灵魂性的经验彻底压制了前一

种灵魂性的经验,模糊和扭曲了前一种灵魂性的经验。只要这两种灵魂性的经验彼此互不干扰,那么,

两者就都是正确和深刻的。或者,从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那么,后一种灵魂性的经验之所以是错

误的,仅仅是因为它在伦理和实践层面是有害的。

但问题在于,究竟怎样区分这两种灵魂性的经验呢? 这两类经验之所以如此容易混淆在一起是因为

至少在表面上两者都肯定和承认终极价值的存在,差别仅仅在于其一是发自内心地向往和追求这一价值,

愿意为了这一终极价值牺牲其它的东西;而另一个则仅仅把终极价值作为粉饰和神化人自身的一工具而

已。这里就会出现很重要的一个外在的区分:随着人发自内心地向往和追求终极价值,人将收获一种深

度的灵魂性的宁静,而这一内在的宁静必然转化为外在的为人处事上的宽容、平和与爱;相反,随着人

仅仅把终极价值作为粉饰和神化人自身的一剂麻醉药,那么,随着人的自我粉饰和神化而来的是一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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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层面的骄傲与浮躁,并必然表现为外在的为人处事上的为所欲为和歇斯底里。

以上的区分是从两种灵魂运动最终展现出来的外在后果而言,仅从两者的内在的那一面而言,那么,

两者的区别就在一 “诚”字上。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人是否内在地具有对于终极价值的真诚、忠诚与虔诚。

舍此 “诚”字,那么,人必然会从前一种救赎性的灵魂运动跌入到后一种灾难性的灵魂运动之中,中国

传统文化的要害实在就在于一 “诚”字。孟子有言: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

者也。”[2]138

以上我们揭示了 “尽心”的要害在于人对一终极价值保持一种内在的忠诚与奉献。同时,又要时刻

防止对此一终极价值作一种纯外在纯客观的理解,因为,“终极价值”一语只是用来表征人内在地体会到

的灵魂性的经验,人只是内在地经验到了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又 “无以名之”,于是就勉强地用

“终极价值”一语来命名之。但此处似亦有一颇难解之死结在:一方面,若尽心之要害在于对终极价值的

忠诚,则此处至少已经意味着人一开始就已经对终极价值有所知;另一方面,终极价值之能内在地被人

经验,人内在地对一神圣之物有所经验,往往是要等到人在扩展其善端之后的某个决定性时刻才会到来,

“至高的善确实存在,惟有最净化的心灵才能凝视”[10]30,也就是说,人内在地体验到神圣之物,更多地是

在尽心之旅的终点,而不是起点。简单点说,人如何能够在压根就不清楚神圣者究竟是什么,甚至连其

是否存在都无从肯定的情况下,就开启自己的尽心之旅,从一开始就对神圣之物的内在显现保持忠诚与

盼望? 下面就对这一问题略作讨论,以结束本文艰难的跋涉。

答案当是在于罗德之下面这段话中:

“超验的经验 (指神圣之物的内在显现,笔者注)依赖于来自神圣基础一面的启示活动。当

人类灵魂穿越进入这一基础时,这基础也穿越进入了灵魂”。[5]126

人如何能够在对神圣之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开始对神圣之物的追寻? 此一疑问之所以出现,是因

为我们始终把人放在这一场追寻之旅的中心,把人本身作为此趟追寻之旅的绝对的开启者来理解的缘故,

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幻觉,罗德之这段话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戳穿了这一幻觉。事实上,在整趟尽心之旅中,

人至始至终都仅仅是一个合伙人 (partner)的角色,人要开启此尽心之旅,那么,人本身需要被某种高

于人的东西所开启,此即 “来自神圣基础一面的启示活动”,然而,这一来自神圣基础的启示活动又究竟

是什么呢? 人心本身又究竟是如何被开启的呢?

“主,你用言语打开了我的心”[3]189,奥古斯丁此一石破天惊之语可谓道尽个中要害。孟子下面这段描

述更为形象生动: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

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2]265

此处表述的都是一种 “六经责我开生面”之意味。人之所以能开启尽心之旅,是因为人总是处于一

个特定的精神氛围的熏习之下,事实上已经事先就有意无意地参与到了一场关于神圣之物的伟大的对话

之中,这一场关于神圣之物的伟大的对话我们称之为 “道统”,而道统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压力,事实上一

直就对人性保持着某种压力和召唤,虽然是否响应此一召唤尚取决于人本身,但若无此一召唤,人心就

不可能被开启,整趟尽心之旅也就沦为空谈。可以这么说,只要道统这一土壤本身尚存,那么就不愁孕

育不出一批志士仁人来。

那么,为何有的人顺应了这一召唤, “虽千万人,吾往矣”,而另一些人则对此一召唤不闻不问呢?

《孟子》中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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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

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2]229

从道统那一面来说,是它处处都在向人发出邀请,预备和孕育着人的向善的意愿;从人的主体性这

一面说,孟子把重点放在了 “思”字上,“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毫无疑问,此处的 “思”不是随随

便便意义上的思,而是特指能使人参与到道统中来的一种无比宝贵的能力 (此能力与对道统的参与程度

恰成正比,而非一僵化之一成不变的能力,此中之辩证甚为紧要),更多地是指一种对道统本身的内在的

契悟,以及由此契悟而来的对道统本身的辩护、捍卫和澄清,即 《金刚经》所谓之 “信解受持”。我们认

为,这样子的对道统本身的参与,这样子的对道统本身的领悟与捍卫,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这是一种开

启人心的实践,是让人真正意义上成为人的实践,与此形而上的实践相比,形而下的实践只能具有次要

的地位。让我们以 《金刚经》下面这段话结束我们正文部分的讨论:

“复次,须菩提! 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

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 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若是

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①

三、结论

本文的主旨从反面来说是思考如何防止灵魂的退化,从正面来说是如何尽可能地发扬光大人身上向

善的禀赋。习惯上人们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往往诉诸于人本身的某种才能或品格:比如理性的运思、

比如内在的真诚或是天然的良知等等,但本文的解决方案与之有异。这倒不是说我们认为理性、良知或

是内在的真诚这些东西无关紧要,而是我们认为,理性、良知和内在的真诚这些人身上无比宝贵和美好

的东西本身尚需得到一形上之物的孕育、熏染与呵护。诚如奥古斯丁所言, “理性应受另一种光明的照

耀,然后能享受真理,因为理性并非真理的本体”[3]67。人身上天赋之理性与良知只有在与此形上之物的

接近的过程中,才能经历一觉醒、发展与成熟之过程,无此接近与熏染之过程,理性与良知必枯萎与

退坠。

因此形上之道才是真理的本体,亦是人之存在的根基。当然,尤其是在我们的时代,但事实上在所

有的时代都差不多,我们总觉得此形上之道过于玄远,给人一种无从攀附之感。但此处有两点需要强调。

其一,道之玄远正是道之为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品性,所谓 “道昭而不道”[6]91,任何对道的过分浅近化、

具体化的言说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道本身沦为一人为之构造,人本身凌驾于道之上,而由此而来之

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其二,道虽玄远,但就人类历史的具体的某个时刻而言,都是有一 “道统”在的,

这一关于道之不可言说的言说,这样子的一场跨时空的伟大的对话,始终在人类历史上不绝如缕,此正

是道之可以攀附的一面。

鉴于对道的言说和承载主要是在历史上传承下来的那些经典书籍上,因此,下面让我们用政治哲学

大家沃格林下面这段话来结束本文:

“对古典作品的研究是首要的自我教育的手段;如果人们能以热情和谨慎对待它们,人们就

会顿然发现,他对一部重要作品的理解得到了提高 (同样,此人交流这些想法的能力也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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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为这个学生已经通过学习的过程获得了提高———而且这正是这项事业的目的 (至少,我

花费一生的时间从事对先知、哲学家和圣徒的研究,其目的就在于此)……要参与到伟大的对

话中,这种关于人们之本质和他们命运的对话在人们中间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如果在精神的

层面上不提高到最佳的程度,那么这种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如果人们不能认识到权威的

存在并且听从他,这种提高也是不可能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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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ainconcernofthisarticleishowtoupholdtheinstinctsofgoodness.Traditionally,

peopletendtosolvethisquestionthroughsuchinnerqualityofman:suchasreason,sincerityorcon-

scienceandsoon.Butwearguethatsuchinnerqualityofmanthemselvesarestillneutralizedbyameta-

physicalbeing,andinitshistoricalcontextoftraditionalChinesephilosophy,thismetaphysicalbeingis

namedas“traditionof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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